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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的文化寻踪》

内容概要

　　本书从跨学科的视角对中国古代“天下第一奇书”进行研究，分别从民族历史、政治地理观、神
话传说、文本等角度进行理论探讨，并进行考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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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的文化寻踪》

精彩短评

1、上下两册太多了，挑着读的，内容很广
2、看吐血了 最后去看插图版了
3、读了上部理论部分，读到前面的我族中心主义，再读到韩国学者的论述部分，隐约有种打脸的感
觉= =。下半部萧兵的考释部分对我这种门外汉来说就太专业了。
4、确实认真地诠释了“想象”二字。
5、2000多页，如果何新再来插一脚就好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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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的文化寻踪》

精彩书评

1、這本書包羅廣泛，現只略略看過，還未深入研究。先記下一個有趣之處。在〈身體裡的山河經神
話〉這一小節裡，作者先舉了《淮南子》一段話：『故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時
五行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肢五臟九竅三百六十六節。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再
道：「後代的醫學著作更明白地表現出人作為小宇宙而存在的道教的身體話語觀念。朝鮮前期繼承道
教內丹學基本立場的許浚在《東醫寶鑒》中也談道：『天地之內以人為貴，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天
有四時，人有四肢，天有五行，人有五臟，天有六極，人有六腑，天有八風，人有八節，天有九星，
人有九竅，天有十二時，人有十二經脈，天有二十四氣，人有二十四俞，天有三百六十五度，人有三
百六十五骨節，天有日月，人有眼目，⋯⋯地有泉水，人有血脈，地有草木，人有毛髮，地有金石，
人有牙齒，皆稟四大五常假合成形。』」許浚是韓國一代名醫，出生於西元1546年，卒於西元1615年
，值是時為中國明代盛期。比照成書在《淮南子》之前，卻都為西漢初著作的中醫聖典《黃帝內經》
，其中也有提及作者所謂「人作為小宇宙而存在」的道理：『天圓地方，人頭圓足方以應之。天有日
月，人有兩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竅；天有風雨，人有喜怒；天有雷電，人有聲音；天有四時，人有
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臟；天有六律，人有六腑；天有冬夏，人有寒熱；天有十曰，人有手十指；
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莖垂以應之，女子不足二節，以抱人形；天有陰陽，人有夫妻；歲有三百六
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五節；地有高山，人有肩膝；地有深谷，人有腋膕；地有十二經水，人有十二
經脈；地有泉脈，人有衛氣；地有草蓂，人有毫毛；天有晝夜，人有臥起；天有列星，人有牙齒；地
有小山，人有小節；地有山石，人有高骨；地有林木，人有募筋；地有聚邑，人有膕肉；歲有十二月
，人有十二節；地有四時不生草，人有無子。此人與天地相應者也』（《黃帝內經》〈靈樞．邪客第
七十一〉）。可以發覺兩者相似又不同，有些地方可以看出是翻譯上的簡略問題，比如《內經》以「
地有草蓂，人有毫毛」，而《東醫寶鑒》以「地有草木，人有毛髮」；《內經》以「地有泉脈，人有
衛氣」，《東醫寶鑒》以「地有泉水，人有血脈」。前面一個沒啥問題，但後面一個就有問題了，《
內經》用泉脈比擬衛氣是有緣故的。所謂營衛之氣，在《內經》內有解釋：『人受氣于穀，穀入于胃
以傳與肺，五臟六腑皆以受氣。其清者為營，濁者為衛，營在脈中，衛在脈外，營周不休，五十而復
大會，陰陽相貫如環無端。』由於衛氣在脈外流行，所以地表淺層的泉水才可以用來比擬衛氣。《東
醫》裡將血脈混在一起談，這不免過於簡略了。有些代換的詞語也很有意思。如《內經》以「天有列
星，人有牙齒」，《東醫寶鑒》以「地有金石，人有牙齒」，《東醫寶鑒》純粹以金石之堅比擬牙齒
，可能是不了解為何列星可擬牙齒之故，也可能是列星之稱不符合朝鮮當地觀測之故。何謂列星？列
星意指恆星，古中國將天球之黃道與赤道附近的天空畫分為二十八星區，春秋戰國時便有通行，亦稱
二十八星宿。古中國人的牙齒有多少顆？以今日成人牙齒來看是有三十顆左右，差誤之間正可比擬星
宿。至於《內經》以「天有五音，人有五臟，天有六律，人有六腑」，《東醫寶鑒》以「天有五行，
人有五臟，天有六極，人有六腑」，這就有些問題。中醫學源出道家，五音者：宮、商、角、徵、羽
，凡此五音，便包納自然之四時五行的原理，《東醫寶鑒》說「天有五行」，但地難道沒有五行嗎？
五行者，金、木、水、火、土，是代表五種性質，並不是物質，這是有問題之一。二者，「天有六律
，人有六腑」，古中國的音樂是依天地時氣、陰陽流變的道理而入樂的，所謂十二律呂，律是陽律，
呂是陰呂。律呂可應易理中的十二辟卦，標示著時氣由冬至（復卦、黃鐘、子時）到立冬（坤卦、應
鐘、亥時）的一周循環，這也正是氣血在六腑內循環的次序，所以可以為比擬。而《東醫寶鑒》裡說
「天有六極」，未免牽強。事實上《內經》所舉實為道家黃老之學，所謂「人與小宇宙」等那是今人
說法，古時這些道理是屬於「人天同元、人天同序、人天同參、人天同律及人天同體」的學問。先列
以上，待後讀再紀之。05.26.2006
2、这两本厚的像字典的书提供了大量的中国上古时期的资料和作者的研究。可贵的是三位作者中有
一位是韩国人。多方观点汇集在这本书里，看起来十分开阔眼界，而且对中国上古神话时期以及后续
的发展有了大概的认识。想要继续研究，只需按照书中的指引，去找资料的出处即可。对研究中国上
古历史有相当的贡献作用。本书的副标题叫做“‘想象地理学’与东西文化碰撞“。所谓东西文化指
的是我国古代两大神话中心：昆仑中心和蓬莱中心。由此也可以看出汉民族的产生是中国北方各个民
族相互融合相互碰撞的产物。对中国上古历史感兴趣的话，这是本不得不看的好书。
3、一 　　叶舒宪、萧兵和韩国学者郑在书合作撰写的《山海经的文化寻踪——“想象地理学”与东
西文化碰触》一书，洋洋一百七十余万字，利用跨学科的“综合证据”考释追索“中国古人的世界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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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的文化寻踪》

如何在权力和意识形态的作用之下呈现出来”，视野宏阔，立意深远，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也最具
启发性的一部关于千古奇书《山海经》的研究著作。 　　不过，由于三位作者横跨了不同的国家和学
术背景，全书又是在各人分头独立撰写的基础上汇总，其文风、观点也就不尽一致。萧兵负责的以个
案分析为主的“考释”部分，主要沿袭传统的考证方法，未见得十分重视权力和意识形态的维度；而
叶舒宪和韩国学者郑在书联袂撰写的“理论”部分（叶负责第一至八章，郑负责第九至十五章），虽
然同样借鉴了当代后殖民主义思想家萨义德的“想象地理学”（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ｖｅ ｇｅｏｇｒ
ａｐｈｙ）的理论资源，却因为采用了不同的解读方案而分流异趋，某些地方甚至针锋相对。 二 　
　叶舒宪对《山海经》的论述建立在如下“大胆假设”的基础上：《山海经》是“具有国家级权力背
景的官修之书，其政治蕴含潜藏在荒怪叙事的 ‘小说’表象背后”（《山海经的文化寻踪——“想象
地理学”与东西文化碰触》，第５０页，以下凡引用该书不再标出书名）。其主要理由是：“从《山
海经》的渊博和严整性上看，当时的个人著述水平是难以企及的。试想：若不是国家级图书文献的管
理者，有谁能够获得如此开阔的视野，洞观五方之山、八方之海？又有谁能够有如此大的魄力，在数
万言的叙述中把天下的山川地理、物产风俗处理成一个秩序井然的整体？从某种意义上说，敢于并能
够做出这种叙述的只有社会权力的代言者。这也就是说，《山海经》的内容尽管与主流的意识形态未
必吻合，但是它的成书有一定的官方背景。”（第４６页）他进而认为，无论是文明国家出现以前的
酋邦社会、部落社会，还是诸侯割据的春秋、战国时代，都不可能产生《山海经》所表述的“洞观四
海、俯视八荒的宏伟世界图景”，唯有天子级的国家政权才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问题在于，所谓
“天子级的国家政权”究竟何指？显然不是汉帝国，因为汉朝人一般都将《山海经》的著作权远溯至
夏禹或益，且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末尾提到它时，认为该书内容过于怪异而“不敢言”。西
汉去秦不远，因此也不可能是秦帝国。而夏、商又尚不具备广阔的疆域和宏伟的“天下” 观，用排除
法得出的选项便只能是曾令孔子感叹“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西周。叶舒宪为此提出了几项证据： 
　　一是童书业先生对西周疆域的论述：“春秋时所谓‘中国’，似较西周之势力范围稍狭，惟各地
区较西周时益开发耳。根据考古资料及文献资料观察，西周时周人势力所及，北面似已越出今长城以
北，或至今长城附近。南面则至今江陵附近及江南区域，‘于疆于理，至于南海’。东至海隅，西至
今甘肃境内，前人所谓西周‘疆域’较春秋时‘中国’为大，亦有一定之理由也。”（第４８页转引
自《春秋左传研究》，童书业著，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２２０～２２１页） 　　二是对
《山海经》的文本分析：“《山海经》共有十八篇三万多字，其中有些篇仅有三四百字，唯《西山经
》、《北山经》字数多至五六千，这种详此略彼的现象除了说明该书‘原系出于众手’之外，还可以
说明什么呢？我们知道，与夏商相比，周人兴起于西北，或以为原来就是‘氐羌中的一种’。《山海
经》中记述西北方面的地理较为详细，是不是与作者所掌握的周代文献较为丰富有关呢？”（第７１
页） 　　上述两条都属于史学上“实证”性质的证据，但它们只能说明《山海经》主要取材于西周人
的记录资料，并不能证明它是一部“天子级国家政权”的“官修之书”。事实上，叶舒宪的核心论证
，不是遵循历史学的“实证”路径，务求每立一义必信而有征；而是将“最佳说明推理”（Ｉｎｆｅ
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运用于文本分析，追求整体结论的综合
解释力。关于这一点，下文还将详细论述。 　　和叶舒宪相比，郑在书对《山海经》成书由来的推测
要保守得多：“学者们大抵认为，其书约是由战国时期（公元３世纪至４世纪）燕、齐、楚地区之巫
师或方士之类的人物所编撰而成⋯⋯学者们普遍认为此书的内容从很久以来，即以口传或图画的方式
流传，直到战国时代，才以文字将其记录下来⋯⋯最后才在中心主义高潮时期，由官方学者赋予说明
。”（第１９２～１９３页）——换言之，他认为《山海经》并非官修之书，却被后世的官方学者赋
予了“额外意义”，使其完全有可能“貌似”官修之书。对于前面提到的叶舒宪的反问：“有谁能够
有如此大的魄力，在数万言的叙述中把天下的山川地理、物产风俗处理成一个秩序井然的整体？”郑
在书则暗示读者，所谓“一个秩序井然的整体”，未尝不是叶舒宪和历代官方学者的主观解读造成的
印象：“《山海经》的世界结构，就表面上看，它是一个安定的形势，好像周边的四方护卫中央的中
国似的，此一表面上的整合，当是由于初期之编辑者与历代之注释家将口传之《山海经》不断合理化
而建立的。”（第１９４～１９５页） 三 　　叶舒宪之所以将《山海经》判定为西周官修之书，盖
因他认为西周人已经具备了对大一统政治的追求：“在华夏历史上建立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的虽是自西
向东运动的秦人，但同样是自西向东的周文化在战胜殷商之后，实际上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预演了一次
文化大一统的伟业⋯⋯费正清从中华历史传统中看到的那种‘帝国式的知识和感觉结构’，直接的源
头在于秦帝国，其远源则可溯源于西周以来日渐成熟的‘中央情结’。”（第７１～７２页）而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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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情结”又是高度宗教性的：“商之灭夏，周之伐商，在当时政教尚未完全分离的状态下，也可
以理解为来源不同的地方文化对中原最高祭司地位和教化权力的争夺。周人好言天命，实际上是把周
王装扮成上天意志的人间代表。”（第７２页）叶舒宪认为，这种宗教性的“中央情结”也决定了《
山海经》的文本性质和功能： 　　“《山海经》虽然乍看起来确实很像一部地理书的架势，甚至还会
给人以科学实录的假象：不厌其繁地论述山川河流、地形地貌、物产资源、方向里程等等，但这些仅
仅是些虚实难辨的陈述，总体上看则是服务于特定功利目的的政治想象图景。”（第５４页）“《大
戴礼记解诂》目录注引曾子曰：‘圣人为天地主，为山川主，为鬼神主，为宗庙主。’天地山川既然
都是为圣人宗主天下而设定的，那么叙述地理和物产方面的知识也当然是为圣人治天下所用。这就是
具有古代中国特色的政治地理观。受此影响，有关国土的观念当然是以某种山川地理的集体表象为根
基的，不过，这种集体表象却又同史前信仰密切相关。《山海经》一书对此种古老的联系提供了很好
的例证。书中每述及一地一山，必要交代当地的祭祀情况，各种奇异的山神形象也是屡见不鲜⋯⋯只
有通过世代相沿的祭祀礼仪的象征作用，圣王对国土的控制才会得到传统信仰上的支持。地理知识对
于维系政治权力的绝对必要性也是通过祭祀活动而得到突出表现的。”（第５７页）“《山海经》一
书的构成，带有明确的政治动机，它之所以出现，和上古文化走向大一统的政治权力集中的现实需要
密切相关⋯⋯只要从祭政合一（或政教合一）的远古社会的政治特色着眼，《山海经》的巫术性质和
功能便容易理解了。那就是为走向一统的文化权力话语提供神权政治的空间证明，通过对各地山川祭
祀权的局部认识和把握，达到对普天之下的远近山河实施一种法术性的全盘控制。”（第５２页） 　
　明眼人不难看出这里存在循环论证：一方面，《山海经》因为是官修之书从而带有明确的政治动机
；另一方面，带有明确的政治动机可以说明它是一本官修之书。此种循环论证显然脱离了“实证”方
法的常轨，但并非荒诞无稽，事实上它运用了科学研究中常用的“最佳说明推理”，亦即“通过说明
引导推理，结论虽然难以从证据推断出来，但只要它可以作为对证据的最佳说明，则承认该结论”。
在此不妨举一个科学中使用“最佳说明推理”的例子： 　　例如，恒星退离的速度说明了为什么它的
特征光谱会按指定的量发生红移，但是，观测到的红移现象可能是天文学家认为该恒星是以特定速度
退离的主要理由，自明的说明呈现出一种奇特的循环论证，但这种循环论证是有益的。用退离说明红
移，然后，用红移确证退离。（《科学哲学指南》，〔英〕牛顿－史密斯主编，成素梅、殷杰译，上
海科技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１月版，第２２２页） 　　也就是说，如果将《山海经》视为一部首
尾一贯、整齐划一的“著作”，则叶舒宪对其成书由来、文本性质和功能的判断大致可以成立。然而
，郑在书恰恰对这种将《山海经》视为“著作”的传统解读方案发起了冲击。 四 　　叶舒宪判断西
周已经具备了走向大一统的“中央情结”和现实政治需要，与此相反，郑在书援引金翰奎、夏含夷等
人的研究成果，认为“殷商与西周只是散布在黄河中游的许多城邑国家群之一⋯⋯当时周朝不仅在政
治上没有统治边国（淮夷），而且两者还是维持着彼此互纳贡物的平等关系。”（第１８９页）所谓
“中央情结”直到汉代方才形成。“中国的认同意识基本上确立于汉代。换言之，对于汉代以前的文
化情况之了解，自不可以后代晚出之独尊立场来加以衡量。”（第１９０页） 　　如果上述观点成立
，那么它对叶舒宪的论述真可以说是釜底抽薪，因为郑在书随即顺理成章地推断：“不仅中国代表的
神话资料集，而且在现今可称为东方精神源泉的重要古代典籍——儒家、道家以及诸子百家的著作，
大部分都完成在汉代以前。质言之，它们所反映的情况是上述的多元的文化事实。然而对它们的解释
——即注释工作，均完成于中心主义与自我同一的观点确立的汉代以后，一直到明清时期。所以，在
此我们不难找出中国神话解释上的问题——就是古代的存在论（ｓｅｉｎ）与后代的当为论（ｓｏｌ
ｌｅｎ）之间的严重乖离。这时，我们有必要经验对于中国神话及古代典籍在解释上的革命，不是‘
中国中心的’，而是以对许多‘周边的’文化并存时期中多元文化事实的考察为根据的。”（第１９
０页）他进而呼吁把中国神话和古代典籍视为可容纳多种解释的“文本” （Ｔｅｘｔ）而非处在所谓
“中国”作者支配下的“著作”（Ｗｏｒｋ），同时也“不能对后代亚洲文明中心的中国与上古地域
文化之相互构成体的中国等同视之” （第１８８页）。 　　这种将中国神话和古代典籍视为“文本
”而非“著作”的解读方案，可以通过郑在书对《山海经》中“渤海”一词的考察窥其端倪。《山海
经》中关于渤海的记录如下：“又东五百里，曰丹穴之山，其上多金玉。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
。”（《南次三经》）“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海内西经》）“潦水出卫
皋东，东南注渤海，入潦阳。”（《海内东经》）郑在书指出，若以通常意义上的“中国”为中心，
渤海应当位于东北方，但事实上在《山海经》文本中它出现于除了北方之外的所有方向。他由此认为
《山海经》文本的某些部分最初“系以渤海的北方一带或渤海湾沿岸的文化为中心来加以叙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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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９７页），而后世的注释家如郭璞等人刻意掩饰了相关痕迹，使人觉得《山海经》的世界结构是
以通常意义上的“中国”为中心的。他在进一步分析《山海经·海内经》关于“帝俊”的记载与古朝
鲜神话的关系之后指出：“《山海经》的某些重要组成部分，乃是以帝俊—古朝鲜—渤海等之神话、
地理因素为枢轴的文化体系为基础。换言之，此书之根源的成立主体，至少不只是现今所认定的自我
同一式中国文明的担当者。”（第１９８页） 　　郑在书的论述诚然言之成理，但是否足以推翻那种
将《山海经》视为“著作”尤其是“官修著作”的观点呢？未必。首先，即使西周事实上并未统治像
淮夷这样的边国，但这并不等于说西周人在观念上不具备走向大一统政治的需求。正如叶舒宪所援引
的许倬云先生的论述：“新创之周实际上是一个诸部族的大联盟。周人在这个超越部族范围的政治力
量上，还须建立一个超越部族性质的至高天神的权威，甚至周王室自己的王权也须在道德性的天命之
前俯首。于是周人的世界，是一个‘天下’，不是一个‘大邑’；周人的政治权力，抟铸了一个文化
的共同体。周人克商，又承认商人曾克夏。这一串历史的递嬗，代表了天命的交替，代表了一个文化
秩序的延续。这是周人‘华夏世界’的本质。”（第７２页转引自《西周史》，许倬云著，三联书店
１９９４年版，第３１５～３１６页）其次，像前述“渤海方位”这样的例子，如果接受叶舒宪的观
点，即《山海经》所呈现的是“认识空间”（Ｍｅｎｔａｌ ｓｐａｃｅ）而非“客观空间”（Ｏｂｊ
ｅｃｔｉｖｅ ｓｐａｃｅ），就很容易理解了。虽然乍看起来渤海在《山海经》文本中出现于“南”
、“西南”、“东南”方位，但稍加注意便不难发现，这里的“南”、“西南”、“东南”分别是就
“丹水”、“河水”、“潦水”的流向而言，并不能和其自身的方位划等号。郑在书以为渤海在文本
中出现于除了北方之外的所有方向，未免胶柱鼓瑟，把《山海经》径直当成了实用的地图册。其实历
代注家一般都认为《山海经》的旨趣是“主名山川”、“主记异物”、“命山川、类草木、别水土”
，正如乾隆时期的清朝官员可以不知道也不在乎英吉利国的具体方位却毫不犹豫地将其列为天朝藩属
一样，如果《山海经》是一部官修著作，那么旨在“名山川”、 “记异物”的著者也大可不必在意渤
海在客观空间中的具体方位，重要的只是作出“渤海”的命名。对此叶舒宪指出：“在‘有名万物之
母’的逻辑支配下，山川和动植物等在未得到神圣命名之时似乎根本就不存在。掌握‘名’的知识者
往往拥有超常的认知能力或预卜能力，因而可以成为神秘信息的传授者。”（第３１页） ——因此，
郑在书只能证明《山海经》部分内容取材于“帝俊—古朝鲜—渤海等之神话、地理因素为枢轴的文化
体系”，却无法否证《山海经》如叶舒宪所说的那样是一部“官修著作”。两人还是打了个平手。 　
　当然，毋庸置疑，郑在书的上述解读方案和结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作为韩国学者的身份意识所
决定的。这也可以说明他何以将萨义德的“想象地理学”作为对《山海经》进行“文本”式解读的理
论依据。 五 　　“想象地理学”是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提出的概念，意指西方人对“东方”的研
究是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想象。他指出，所谓“东方”这个命名本身就把“欧洲以外的那片无限大的
土地”变成了一块封闭的地域、一个附属于欧洲的舞台，即所谓“东方化东方”。西方学术界的“东
方学”对“东方”的研究纯属解剖和罗列，运用来自西方文化的观念和术语对“东方”的事物进行分
类，将其归整为一个个容易驾驭的“单位”，从而以一种偏执狂的方式将“东方”系统化地表述为西
方的附庸。 　　在东亚文化的语境中，郑在书把萨义德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推广到了对“华夏
（中国）中心主义”的批判：“中心主义大抵是通过以下两个阶段来完成其对他者文化的支配。首先
，当对他者的掌握尚未完全成熟时，便以神秘之情境来加以描写，幻象式的异国情调（ｅｘｏｔｉｃ
ｉｓｍ）就是这一阶段的产物。然后，过一段时间，当对他者比较熟悉之时，便以自我中心的观点来
说明他者，并试图将之归纳于自己的体系之中⋯⋯在此一过程当中，他者从其原来应有的地位中下降
成为边缘。在边缘化的过程里，他者固有之文化价值都被视为不正常、低级、落后。在历史上，西方
对东方、中国对周边的优越意识，都是以此种方式来加以强化的。”（第１９４页）“举例而言，箕
子之朝鲜开国说、徐福之日本开国说、殷人之发现美洲说等，这些均是按照‘自我中心主义’来解释
神话及传说的结果。”（第１８８页）当然，所谓箕子开国朝鲜、徐福开国日本以及殷人发现美洲的
说法，一向不为中国学术界的主流学者认可，不足为病。能够说明中国学者 “自我中心主义”的例子
，当属自鲁迅以降的中国神话学者对“体系神话”的关注：“这些神话学者认为，中国神话一定要有
‘自己同一’的‘体系性’。此一心理，或可视为是近代初期神话研究者有感于希腊神话等西方神话
之完整性、体系性，以西方神话为标准而提出的观点。亦可说是企图把中国文明解释成是单一根源所
发展成的。可是，反映出多样文化情况之中国上古文明及中国文化为何一定要有‘自己同一’的体系
呢？首先，我们必须先要扬弃只有‘体系神话’才是‘完整神话’的偏见。中国神话的非体系与在一
定地域被一种民族整理的希腊神话之有体系的神话一样，是件极为自然的事，二种情况并不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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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８７页）事实上， “中国文化越是溯源到古代，其‘中国化’的色彩越加淡薄，而呈现出与周
围文化共存的互文性的状态。”（第２０１页）——因此“华夏（中国）中心主义”在韩国学者郑在
书看来是一种应当予以揭露和批判的权力话语的“层累构造”。 　　就此而言，叶舒宪虽然未必是郑
在书的同道，却无疑是他的知音。关于“华夏（中国）中心主义”的权力话语，叶舒宪指出：“把中
国与‘非中国’统合在同一种空间架构之中的，应该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一统性政治信念，诸如‘普
天之下’、‘率土之滨’等。以政治强制性话语来创设和维系地缘上的一体认同，这是对地方主义各
自为政局面的挑战。因为多元分立则为统治者带来离心的麻烦。大一统政治不肯容忍政治肌体皲裂的
现象。所以总要消解多元，要竭力把各种各样的差异放置于众星拱月式的闭锁性空间结构之中，使‘
多’成为‘一’的向心环绕展开方式。”（第６３页）作为中国学者，他承认“中心主义”的历史合
理性：“随着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一统天下的政治观有必要取代小国寡民式地方主义。”（第６
３页）——但他当然也承认这种权力话语造成了对周边文化的幻象化、边缘化乃至妖魔化，并将对“
文化他者”的神话性建构视为解读《山海经》的重要维度。 六 　　叶舒宪对“文化他者”之神话性
建构的分析，其实主要得力于比较文学学科中的“形象学”（Ｉｍａｇｏｌｏｇｉｅ）理论，而非萨
义德的“想象地理学”，毕竟后者更像是一种话语策略而非专门学问。所谓“形象学”就是研究某国
某民族文学作品如何理解、描述、阐释作为“他者”的异国异族。“文化他者作为参照，越是被说得
异常，就越能反证自我的正常，越是被描绘得丑怪化，就越能反衬自我的优越与完美。正是从这种相
反相成的意义着眼，形象学才得出关于异国的幻象都是自我幻象之反面的结论。这种有意无意之中歪
曲被观察对象的心理错觉，是形象学和跨文化认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第１５２页） 　　那么，
《山海经》这样一部神话著作是如何与作为“文化他者”的异国异族扯上关系的呢？清末民初的廖平
先生在《四变记》一文中早已点出其中奥妙：“学者以祭祀鬼神讥之，实则所称鬼神，皆为彼世界之
人。至其时鬼神往来如宾客，亦如今外交部与外国相交涉。”（第４０页转引自《廖平学术论著选集
（一）》，巴蜀书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５５３页）叶舒宪通过将《山海经》与古希腊人希罗多德的《
历史》、古罗马人梅拉的《宇宙位置》等西方典籍相参照，进一步证明了廖平先生的观点。例如《山
海经》中多次提到的“一目国”和希罗多德所说的“独目人”颇相一致；《宇宙位置》中提到无头的
布雷米亚人以胸脯为脸，恰对应《山海经·海外西经》中提到的刑天“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类
似的例子不胜枚举，详见萧兵执笔的本书“考释”部分。叶舒宪因而得出结论：《山海经》中“过去
令人们困惑不已、百思不得其解的‘远方异人’之怪异形象，其实都是古人按照文化误读的类似形式
在幻想中建构出来的⋯⋯因为想象者先入为主地把他者视为‘异己’的偏见作用，他们总是在报告或
描绘所观察到的现象时不由自主地歪曲了对象。”（第１５０～１５２页） 　　和前述郑在书将中心
主义对他者文化的支配过程划分为两阶段相类似，叶舒宪指出，对“文化他者”的神话性建构存在着
丑怪化和理想化两种模式：“如果对‘文化他者’的建构主要出于确证文化自我的正统性和强化文化
自满的价值，那么被建构的形象必然走向丑怪化和畸形化；如果对‘文化他者’的描述主要满足批判
现实社会和文化自我的局限性之功能，那么他者形象的建构就会出现乌托邦化或理想化的色调，体现
出某种超现实的价值追寻。”（第１６６页）“华夏（中国）中心主义”对异国异族之人的丑怪化在
历史上屡见不鲜：“所谓南蛮、西戎、北狄、东夷的周边异族名称，至少‘蛮’与‘狄’二种均采用
了兽的偏旁来作符号归类的标记。至于标示南蛮不同地域的‘蜀’字和‘闽’字，也都同样表明造字
者心目中并不把这些南方异族视为和自己同质的人类。甲骨文中诸如‘犬方’、‘鬼方’、‘羌方’
、‘马方’之类的方国地名，当是此种丑化、兽化异族之人现象的较早见证。”（第１５８页）但《
山海经》的叙事与此种歧视丑化有所不同，“更多地表现出对远方异国的神奇化和神圣化。”（第１
８０页）——这却正好验证了前面提到过的郑在书的观点：“此书之根源的成立主体，至少不只是现
今所认定的自我同一式中国文明的担当者。”（第１９８页）也就是说，即使《山海经》是一部官修
著作，也是诞生在“华夏（中国）中心主义”尚未形成气候的早期，著者几未受其浸染，和后世注释
者如郭璞等人的中心主义取向不可同日而语。虽有将《山海经》视为“著作”、“文本”之差异，叶
、郑两人对《山海经》和 “华夏（中国）中心主义”之关系的看法却是异曲同工。 七 　　前文提到
，郑在书对《山海经》的解读方案和结论很大程度上缘于他作为韩国学者的身份意识，倘以“非我族
类，其心必异”的逻辑视之，自是不免跟中国文化“叫板”的嫌疑。对此他坦然剖明心迹：“于此个
人所采取之立足点，盖以多元主义的观点来重新阅读中国神话，其重点决不在一味地强调周围文化，
以贬低中国文化之固有价值。事实上，我们对过去存在于中国与周围文化之间的互惠的交流关系的新
认识，可以使我们再认清所谓的中国文化绝不是被某一特定地区所独占的遗产，而应该是东亚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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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世界可共享的，具有普遍性的人类文化资源。”（第１９９页） 　　叶舒宪对此所见略同：“在当
今时代，各文化传统之间的隔膜正在打破，文化间的交往和认知要求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显得迫切和必
不可少。研究各族有关‘远方异人’神话的建构规则及其所由产生的‘文化误读’、意识形态化和乌
托邦化的‘前理解’等现象，有助于纠正‘我族中心主义’的价值偏见，破除文化自大自满心态；发
现跨文化认知中的死角和盲点，增进交往和理解的深度和广度。《山海经》作为上古奇书，也是华夏
文化对文化他者神话想象的总根源，因而可以作为人类学和形象学的典型个案和本土化教材，加以新
的发掘和阐释。”（第１６６～１６７页）——不妨说，虽然对《山海经》的具体解读方案和结论颇
具差异，但就现实关怀和价值取向而言，两位学者又可谓殊途同归。 　　（《山海经的文化寻踪：“
想象地理学”与东西文化碰触》，叶舒宪、萧兵、〔韩〕郑在书著，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４月
版，１２８．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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